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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统说”的演变及其二重性
李振纲，刘 刚

( 河北大学 政法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儒家道统说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圣人史观。从积极的方面来看，道统意识凝结着古代儒家知识分子以“道”引领

历史的文化使命感，有助于维系华夏文明的精神传承，凝结民族精神的核心价值，强化社会历史的道德基础; 从消极的方

面来看，其弊端是自我标榜、封闭排他的价值独断论，长期以来“道统”与“政统”相结合，“士精神”与“官文化”相表里，禁

锢了思想文化的多元发展。今天的民族文化复兴应是以开放的实践主体性为基础的多元文化的对话、互补、并育与共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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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道统说”的思想文化基础是圣人史观。春秋

战国时期，“圣”由宗教意义逐渐演变为一种哲学、政
治、伦理意义上的至高无上的智慧、德行和功业。中国

是一个崇尚“圣人”的国度，这一传统源于儒家对圣人

德业的塑造与憧憬。“圣”是东方人道理想的人格化。
孟子说:“规矩，方圆之至也; 圣人，人伦之至也。”(《孟

子·离娄上》)《易·乾·文言》云:“大人者，与天地合

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故先天而天弗

违，后天而逢天时。”此处“大人”实即“圣人”。周敦颐

在《通书》中提出，“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在价值提

升的链条中，“天”是价值的最高端，亦即人道价值的终

极依托，而圣人的智慧与德业是“天”在人间的落实。
在儒家“道统说”中，所谓“道”，即圣人之道; 所谓“统”，
训“端”训“绪”训“正”，端言其始，绪言其续，正言其义。
可见，“道统”即人间正道的源流统绪。本文旨在推原

“道统说”之源流演变的几个关键环节，揭示其在思想、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二重性。

一

孔子作为后世儒家道统说中的关键人物，与道统

问题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儒家道统说的“道”的价值

内核滥觞于孔子的“圣人”观。提及上古唐虞之际以至

三代圣王的圣德大业，孔子的憧憬诚敬之情总是溢于

言表。如《论语·泰伯》载，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在孔子看来，尧作

为一代明君，其伟大的事业与崇高的德性，简直像上天

一样高明远大。他赞美上天高明远大，唯有尧能够效

法天道，尧的恩德浩荡，百姓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语言来

赞美。“焕乎其有文章”一句，孔子特意凸显了圣王制

定礼仪制度的功德，昭示了人道或人类文明的方向。
在《论语·泰伯》中，孔子还借舜、禹之事，赞美圣

王“有天下而不与”的大公无私及正己以正天下的风

范。孔子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又《论语·卫灵公》云:“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 夫何

为哉?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何谓“有天下而不与”? 朱

熹注曰:“言其不以位为乐也。”不以天下权位为乐，而

以天下百姓之乐为乐，意在歌颂舜、禹大公无私的德

性。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里所说舜“恭己正南面而

已”也属于“无为而治”，但两者之根据与途径实有不

同。老子、庄子“无为”的根据是“道法自然”; 孔子这里

所说舜的“无为而治”，其“无为”的实质是“正己以正天

下”的王道与德治，注重或强调的是圣人崇高的德性、
智慧、人格的感召作用。所谓“恭己”，就是修己以敬，

完成自我道德修养; 所谓“正南面”，即端正自己所在的

君位，正己以正天下。在孔子看来，尧、舜这样的圣王，

是智通天地、大公无私的智者和道德完人，能以自身的

伟大人格和崇高德性感召天下，黎民百姓也甘愿追随

这种人格榜样，无须任何强制或压迫而天下自然归顺

王化。圣人懂得“为政以德”、“修己安人”、“修己以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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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自然能够得到贤人的辅佐和百姓的拥戴，故而

能够无为而王天下。此后，《易传》者说圣人“垂衣裳而

天下治”(《易·系辞下》) ，荀子说圣人“垂衣裳而天下

定”(《荀子·王霸》) ，其义理大体相同，均强调了圣人

道德人格的感化力量。
孔子还以禹为典范，塑造了圣人克己利群的精神。

孔子在论及禹的德业时说:“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

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卑宫室而尽力乎

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 也就是说，禹

平时饮食很简单，却尽力去孝敬鬼神; 平时穿的衣服很

简朴，而祭祀时尽量穿得华美; 自己住的宫室很低矮，

却致力于修治水利的事宜。圣人自苦以忧乐天下如

此，称得上名副其实的道德完人。故孔子说对于禹而

言实在没有可以挑剔的。上言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下言禹孜孜不倦克己而利群，两者并不矛盾。克己利

群、修己以敬，是说圣人之“德”;“垂衣裳而天下治”，是

说圣王之“业”。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有此崇高之德

性，故能以德性化成天下。孔子克己利群、博施广济、
以德化成天下的圣德说，到孟子那里发展为一套圣人

史观。
在孔子的圣人谱系中，奠定周代政治和礼乐文化

基础的周公具有特别的意义。孔子认为，商因于夏礼

而有所损益，周因于殷礼而有所损益，相比较而论，周

代的制度和礼乐文明最为隆盛，故言“郁郁乎文哉，吾

从周”。在周朝的政治建设中，周文王讲信修睦，以仁

治岐，为周朝的兴起凝聚了人心; 周武王顺天应人，推

翻暴君纣的统治，建立周朝。周初政治并不稳定，周武

王去世，周成王年幼，周公辅政，诛管蔡，继灭国，续绝

世，安遗民，鼎革损益，制礼作乐，使周朝得以稳定发

展，故周公之圣德不在文、武之下。
孔子曾对弟子公西华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

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论语·述

而》) 想来当时已有人把孔子当作“圣与仁”的象征，孔

子谦辞不敢当，说自己只是“为之不厌，诲人不倦”的

人。孔子生居乱世，心系大同，面对春秋时代“礼崩乐

坏”的现实，继承上古尧、舜、禹三王之道的历史传说及

文、武、周公敬德保民、其命维新的传统，学而不厌，诲

人不倦，以六艺之学明人伦，兴教化，启民智，沃君心，

熔铸克己复礼、孝悌忠信、为政以德、修己安人的东方

人道主义———“仁学”，虽不自居为圣人，却成为道参天

地、德贯古今的名副其实的圣人，成为华夏文明的象

征。
孔子作为早期儒家学派的奠基人，其思想具有中

和包容的特质。当时一些具有道家倾向的隐者如荷蓧

丈人、长沮、桀溺之流，对孔子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讥

讽批评，但孔子并不执意回应，只是平淡地说出自己积

极入世的理由:“鸟兽不可以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

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据史

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主张自然无为的老子对孔子的

问题并未正面回答，反而用讽刺的口吻劝其不要多事，

与其汲汲有为，不如“深藏若虚”，独善其身。听了老子

的话，孔子不怒不愠，事后在对弟子谈起这次面见老子

的印象时说:“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

能走。走者可以为网，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缯，

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

犹龙邪?”［1］( P1701) 正是此种不意不必、不固不我、和而不

同、宽宏包容的仁爱精神，成就了孔子的“至圣”人格，

在华夏文明史上以其春风化雨式的人格力量成为儒家

道统的灵魂。

二

孟子是首位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
在孟子生活的战国中期，政治及思想文化格局发

生了深刻变化，司马迁描述说:“孟轲，邹人也。受业子

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

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

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 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 齐威

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

务于合从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

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
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1］( P1839) 这段叙事透露了

三个信息: 一是孟子之思想学术渊源于孔子嫡孙子思;

二是孟子所代表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不为当政者所重

视; 三是《孟子》七篇旨在“述仲尼之意”，即孟子对孔子

道统的继承性。孟子自谓:“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

子也。”“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之学对孔子学说的贡献，概而言之不外四个方面:

首先，为孔学奠定了“性与天道”的形上学基础。
孔子生居衰世，述先王之道，以“仁”为核心，为人之所

以为人之“道”界定了一系思想规范。但他未能作“性

与天道”的形上之思，其仁学不免有经验认识之局限

性。孟子以子思为阶梯，承接孔子仁通天下之社会理

想，上求天道，反省本心，推演性、道、教上下贯通、未发

已发显微无间、天人合一之理，发明性善论，为孔门仁

爱伦理奠定了“性与天道”的形上原理，从价值本体论

的高度，解释了人道之所当然与天道之所必然的内在

统一性，从而圆满地回答了道德之可能性与道德价值

何以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问题，为人之为人的安身立命

之道找到了终极性价值依托。
其次，以悲天悯人的忧道意识，辟异学，放淫辞，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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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了孔子所开创的儒家道统。盖孔子去世，儒分为八;

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不归杨，则归墨。杨朱以

自然主义为归趣的极端利己主义及墨家以“尚同”、“兼

爱”为理想的绝对至公主义流行天下，几成显学，严重

冲击着孔子所倡导的爱有差等的礼治原则和仁孝伦

理。外加告子的性无善恶论、农家的君民并耕论、纵横

之士的诡谲之术等非儒主义泛滥，如不加以摧陷廓清，

孔子以道德人伦为内涵的仁学将为之淹灭。生当此

时，孟子甘为砥柱，力挽狂澜，辟杨墨，驳告子，评许行，

展雄辩之才，卫圣门道统，使不绝如缕之孔子仁学再显

光焰。
再者，以圣人史观为依据，论证儒家道统说。孟子

认为，圣人出现与否与天下治乱密切相关，圣人出则天

下治，圣人不出则天下乱。《孟子·滕文公下》详尽地

记载了孟子所构想的圣人拨乱反正拯救世道的道统谱

系:“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

滥于中国……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

之菹。……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

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

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
翟之言盈天下。……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

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

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这段文字

清楚地显示出圣人之出没与世道之治乱的关系: 洪水

泛滥，圣人( 禹) 以治水英雄的姿态出现; 暴君( 纣) 残贼

人民，圣人( 周武王、周公) 以吊民伐罪的仁君姿态出

现; 邪说暴行混淆是非，圣人( 孔子) 又以道德家的面目

现身，兴礼乐，作《春秋》，以导引扶正社会风气。总之，

圣人在世，扶危定倾，使政治清明，社会安定; 世道衰

微，社会动乱，是非混淆，也正是世无圣人之时。每当

社会历史陷入危机之时，圣人总是应运而生。由于具

体的历史原因，不同时代、不同环境下的圣人所呈现的

面貌、所留下的痕迹虽有所不同，但这些圣人对当时的

社会历史和世道人心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也因此

而成为“道”———人间正义的化身。
最后，孟子继承捍卫了孔子之学，而且随着时代变

迁发展了孔子的道德理想主义。孔子生当“礼崩乐坏”
的春秋之世，周代礼乐文化虽开始崩溃，但遗风余韵尤

存。孔子之仁说、礼说虽不完全是周文化旧观，但其信

而好古、述而不作的态度，“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的怀

旧情绪，“梦见周公”的渴望，语及圣王崇拜敬畏的语

气，非礼勿视、听、言、动的教训，仍不免带有三代之文

的贵族气息和守旧心迹。孟子生当战国中季，于庶民

之历史地位和“士”阶层的客观价值有了更深切的认

识，对王道理想的诠释，对圣人标准的修定，对民贵君

轻的议论，对天爵人爵的分析，对“士”群体客观价值和

主体人格的强调，较之孔子思想的“中庸”特色，显露出

更多的平民性、主体性和进步性。我们不妨说，孔学尚

中庸之道，孟学多浩然之气; 孔子仁礼并重，孟子居仁

由义，充分发展了孔学中的道德主体性学说。
孟子对孔子及儒家道统的继承与弘扬，在一定程

度上凸显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合法性，但这种“道统意

识”在百家争鸣的时代，其权威性并不具有绝对意义，

儒家道统更未成为当时绝对权威的话语体系。庄子派

道家、稷下黄老学派、名家、后期墨家、法家等非儒学派

思想依旧十分活跃，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格局。大体与

孟子同时的庄子提出“齐物论”，稍后惠施提出“合同

异”论，战国末期荀子提出“解蔽”论，韩非子提出“世异

则事异”的历史观，《易传》提出“天下一致而百虑”的辩

证思维原则，其逻辑指向对于孟子道统说所潜含的价

值独断论均具有认识论上的消解意义。

三

儒家道统说在政治话语中获得中心地位，得力于

西汉前期的董仲舒。秦亡汉兴，统治者不能不认真思

考和总结前朝短命的教训，以寻求汉家天下长治久安

之道。汉初推尊黄老清静无为之学，得以有“文景之

治”的初步繁荣。汉武帝时，黄老之术已不能适应亟待

建立统一政治秩序和强化中央集权之要求。雄才大略

的汉武帝下诏广泛征集天下文学之士的意见，以确立

新的治国方略。董仲舒以“贤良”三次应诏对策，提出

复兴儒学，以儒家思想整合社会秩序的对策。
在“天人三策”之对策一中，董仲舒以代“天”立言

的口吻说:“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

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

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 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

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而不任刑也。”［2］( P1904) 据

此，他告诫汉武帝，汉继秦而兴，应上承天意，发政布

仁，推行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以三纲五常为治国

的基本政治伦理原则，由此打开了儒家道统与封建政

统合一的渠道。继之，在对策二中，董仲舒提出兴太

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把优秀人才选拔为官。这

一对策开启了通过考试招纳人才之先河，为儒生介入

政治铺平了道路。在对策三中，董仲舒根据《春秋》“大

一统”之义，提出“独尊儒术”，把儒学作为治国理政的

主导意识形态。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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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

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

矣。”［2］( P1918) 从“百家殊方”的子学时代走向“独尊儒

术”的“大一统”，是中国思想文化史进入“经学时代”的
根本标志，这一时代自汉唐以迄清末废除君主制、科举

制，历经近两千年的漫长时期。
儒学经董仲舒的改造，由于适应了汉代中国政治

文化由多元走向统一的历史要求，因而成为汉代的官

方意识形态。此后，“道统”与“政统”、为士之道与为官

之道相结合，儒学与神学相补充，成为经学化的儒学意

识形态的基本特色。具体而言，儒学经学化有三个基

本特征: 一是儒学独尊，立于百家之上，成为封建时代

之“正统”，其他思想则成为“异学”; 二是以三纲五常为

“古今之通义”，这成为万古不变的政治原则; 三是圣人

之言只可信守，不可怀疑，儒学经典只能注疏，不可背

离。儒学经学化的实质是儒家道统的政治化，一方面

有助于封建文化价值整合，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多元文

化并进，导致思想文化的封闭、僵化和迟滞。
如果说子学时代的早期儒学为精神儒学，则可以

把经学时代的儒学称为政治儒学。前者也关涉治国平

天下的政治问题，但其思想学术观念的底色是以“道

统”指点“政统”、以学术引领政治的“士精神”; 后者虽

然也不乏安身立命的精神诉求，但其思想学术观念的

本命是以“道统”服务“政统”、以政治统摄学术的“官文

化”。此后，精神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差异，士精神与官

文化的张力，成为导致儒家道统内部分化、演变、纷争

的基本矛盾。经学时代的儒者，居朝为官，则以政治儒

学为君主政治服务，成为“官文化”的象征; 在野为士，

则以精神儒学安身立命，恪守“士精神”的相对独立性。
但无论如何，“道统”所承载的“士精神”始终难以摆脱

“政统”或“官文化”的束缚而获得真正的独立性，精神

儒学所追求的“道”最终沦为政治儒学的附庸，价值理

性( 道) 降格为封建政治的工具理性( 术)。

四

唐朝奉行儒、释、道三教并举的文化政策。在佛

教、道教盛行的大背景下，作为思想正统的儒学并未中

断。唐初，孔颖达奉唐太宗诏命编纂《五经正义》，其融

合南北经学之见解，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经典依据。
这表明，国家政治伦理原则及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依然

是儒学本位的。中唐以后，韩愈、李翱、刘禹锡、柳宗元

等儒家学者在心性论、天人关系、历史观等哲学论域也

有新的理论开掘。有趣的是，刘、柳二人在天道观上坚

持唯物主义客观实在论立场，却在一定程度上对佛教

持宽容态度，认为佛教讲究因果报应，注重精神修养，

与儒教殊途同归，有神道设教、阴助教化的作用; 韩、李
二人则坚持天命论及圣人史观，注重对心性理论的开

掘，却从维护儒学正统价值观出发，对佛、老异端采取

严厉拒斥立场。
韩愈撰《原道》、《原性》、《原人》等，力主夏夷之

辨，斥佛兴儒，极力捍卫儒家本位的文化价值观。针对

佛教、道家、道教文化对儒学的冲击，韩愈再次强调儒

家道统说。他提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

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几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

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

吉。……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
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

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

者奴之; 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噫! 后人其欲闻仁义道

德之说，孰从而听之?”(《原道》) 韩愈认为，周、秦、汉、
唐以来，儒家讲道德，杨、墨、佛、老也讲道德，但儒家所

讲的道德专指仁义，此种博爱、正义的人道原则是“天

下之公言”; 杨、墨、佛、老异端之教，道其所道，德其所

德，他们离开仁义而讲的所谓道德是一家之私言，是对

人道本质的背离与歪曲。
韩愈继而指出，儒家所宣扬的仁爱原则，所奉行的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义，士、农、工、商四民生

养之道，礼乐行政之法，饮食起居之礼，是上古尧、舜、
禹、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孟子先后相传、古今

不易的先王之道，“以之为己，则顺而祥; 以之为人，则

爱而公; 以之为心，则和而平; 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

而不当”(《原道》)。然而，孟子之后，荀子、扬雄择焉不

精，语焉不详，加上佛老异端盛炽，先王之道几乎不得

其传了。他决心以复兴儒家道统为己任，对佛老异端

之教必欲“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而后快。
韩愈道统说的特点有三: 一是以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孔、孟为正统，把荀子、扬雄等大儒排除在儒

家道统之外; 二是直接孟子之学，以儒家道统之继承者

自居; 三是以杨、墨、佛、老为异端之教，对其加以激烈

的拒斥。以道统论为前提，韩愈及其追随者李翱以性

情论为中心阐扬了儒家道德哲学，开宋明新儒学( 性理

之学) 运动之先河。

五

汉唐时期，儒家道统说主要在于区分儒与佛老异

端之界限，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宋明以降，道统

说逐渐衍化为儒家学派内部的争论。
《宋史》在《儒林传》前别立《道学传》，显然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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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在儒家道统中具有特别的地位。《宋史·道学

一》云:“道学之名，古无是也。三代盛时，天子以是道

为政教，大臣百官以是道为职业，党、庠、术、序师弟子

以是道为讲习，四方百姓日用是道而不知。是故盈覆

之间，无一民一物不被是道之泽，以遂其性。于斯时

也，道学之名何自而立哉? 文王、周公即没，孔子有德

无位，即不能使是道渐被斯世，退而与其徒定礼乐，明

宪章，删《诗》，修《春秋》，赞《易》、《象》，讨论《坟》、
《典》，期使五三圣人之道昭明于无穷。……孔子没，曾

子独得其传，传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没而无传。两

汉而下，儒者之论大道，察焉而弗精，语焉而弗详，异端

邪说起而乘之，几至大坏。千有余载，至宋中叶，周敦

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

书》，推明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

掌。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旨，然后道之大

原出于天者，灼然而无疑焉。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及弟

颐实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其所闻，表章《大

学》、《中庸》二篇，与《语》、《孟》并行，于是上至帝王传

心之奥，下之初学入德之门，融会贯通，无夫余蕴。迄

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

格物致知为先，明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

于夫孔孟之遗言，颠错于秦火，支离于汉儒，幽沉于魏

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此宋

儒之学所以度越诸子，而上接孟氏者欤。”［3］( P9937—9938)

这是见诸正史的有关儒家道统的最完整的一段文

字，表明了元代史家对儒家道统之发展演变的基本看

法: 其一，上古以至三代，五帝三王之“道”政教合一，是

道统的发端且隆盛之时代。其二，周文王、周公之后，

孔子有德而无位，先王之道由治而变为学，此学经曾

子、子思传至孟子，而后不得其传。其三，汉唐时期儒

学式微，异端邪说乘势而起，先王道统几乎断灭。其

四，千余载后，宋代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上承

孟子，复兴道学，道统再度“焕然而大明”于世。由此，

以周、程、张、朱等为代表的濂、洛、关、闽之学被冠以

“道学”之名，成为儒家道统的“正统”，不仅汉唐之儒被

排除于道统之外，北宋时期在政治、经济、经史、文学方

面颇有影响的荆公新学、温公之学、苏氏蜀学似也不具

有“道”之意义，南宋与朱熹同时且对儒学经义不无创

新的陆象山、陈亮、叶適、吕祖谦、张拭之儒学，自然也

不能不被边缘化。
朱熹曾撰《伊洛渊源录》，把周敦颐、二程、张载、邵

雍及其门人弟子的行状、墓铭、遗事等详加备录，并以

二程为中心，溯源探流，编列谱系，“盖宋人谈道学宗

派，自此书始; 而宋人分道学门户，亦自此书始”［4］( P519)。
《宋史·道学传》的道统观盖源于此。清康熙朝理学名

臣熊赐履撰《学统》五十六卷，使《宋史·道学传》的道

统观进一步系统化，这成为儒家道统说最终完成的标

志。《学统·自序》云:“斯道之在天壤，终古如是也。
而率而由之，则存乎其人。……统者，即正宗之谓，亦

犹所为真谛之说也。要之，不过‘天理’二字而已

矣。”［5］( P17) 该书以程朱理学为标准，自称“究其源流，分

其支派，审是非之介，别同异之端，位置论列，宁严毋

滥”，系统评判了自先秦至明代的各派学术及其代表人

物。其中，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
朱子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明儒罗钦顺二十三

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等一百七十八

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为“杂统”，以老、庄、
杨、墨、告子及佛、道二教为“异统”。自此，以“天理”为

道体，以孔子为道宗，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道统体系。其

中，孔、颜、曾、思、孟、周、程、朱之学成为“正学”，亦即

天理或道统之代言人;“翼统”、“附统”被判为“正学”
的旁支和附庸; 即便是荀子、王守仁之类的旷世大儒，

虽对儒学之发展多有创获，也被认为思想混杂，语道不

精，因而被判为“杂统”; 所谓“异统”简直与道乖谬，属

于异端邪说，必须加以批判廓清。

六

儒家道统说从提出到定型，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

始终伴随着不同的声音。孟子倡导道统说，荀子批评

其“按往旧造说”，“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荀子·非

十二子》) ，缺乏充分的历史文化根据; 董仲舒以天人感

应论立说，向汉武帝提出“独尊儒术”的对策，遭到古文

经学派刘向、刘歆父子的质疑，王充则以“疾虚妄”的精

神撰《论衡》对其加以批判，其中的《讥孔》、《刺孟》直

接向孔孟儒学提出质疑; 魏晋玄学“名教与自然”之争

的实质是调和儒道关系，以儒道互补的学术路径克服

两汉儒学经学化所导致的浮夸、烦琐、独断，为社会秩

序之重建提供新鲜活泼的时代精神; 唐代韩愈重提道

统说，意在灭佛，随即引发佛教界的强烈反击。宋、元、
明、清之际，道统说在儒林士人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

响，而此期儒学内部的争论也最为激烈持久。从南宋

“鹅湖之会”朱陆之辩，到明中叶王阳明发起“抑朱扬

陆”、复兴心学的道学革新，从明末清初黄宗羲等所撰

《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对宋、元、明三朝儒学的学术

总结，到孙奇峰《理学宗传》对理学源流的梳理评介，直

到熊赐履《学统》的最后定案，都与“道统说”息息相关。
其中不乏门户之争，间杂文人相轻的意气用事。但抛

开这些主观意向不说，据实而论，儒家道统说在中国思

想文化史上的意义无非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从积极的方面看，道统意识凝结着古代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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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以“道”引领历史的价值自信和文化使命感，

有助于维系华夏文明的精神传承，凝聚民族精神的核

心价值，强化社会历史的道德基础。
其二，从消极的方面看，道统说最要害的弊端是自

居为“真理”、自我标榜、封闭排他的价值独断论。在

“诸子百家”时代，孔子不过是“诸子”中的一子，儒家不

过是“百家”中的一家。在经学时代，孔子成为神圣的

偶像，五经四书成为神圣的经典。“道统”与“政统”相

结合，“士精神”与“官文化”相表里，精神儒学成为政治

儒学的附庸，“正统”成为一道自我封闭的围墙，禁锢了

多元文化的和合发育，最终导致近代中国文化的落后

与迟滞。
历史表明，一个学派、一种学说，一旦形成固定的

模式和阵容，一旦被视为亘古不变的绝对真理，其便失

去了活力，变成了僵化保守的教条，从而成为束缚和禁

锢人们思想的条条框框。正如吴虞所言:“夫儒者于吾

国之圣人，既集古今之大成，绝对无诤，而不可非矣，又

昧于宗教之流派性质，凡不同于我者，概目之为异端;

不本于我者，概指之为邪说。‘息邪说，斥异端’之谬见

深中人心，岸然自封，深闭固拒，坐成锢弊，方自诩为正

学，为真儒; 而不悟其乖僻迂妄，误国殃民。为祸之烈，

百倍于洪水猛兽也。何以言之，国内之学，既禁毁摧折

之，使不克发达; 域外之学，又鄙夷轻蔑而闭塞之，使不

能传布，愚民日陋劣，政府日专横。向使无儒教之束缚

拘挛，则国内之学分歧发展，浸浸演进，未必无欧美炜

晔灿烂之观。”［6］( P43)

今日之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既不是儒家道统的复

活，更不是道家、佛家乃至其他思想流派的独台戏，而

是以开放、包容、互动的实践主体性为基础的多元文化

的对话、互补、并育与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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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ative side，its drawback is self － proclaimed and closed exclusive value dogmatism，“orthodoxy”
and“political integration”combining and“scholars spirit”and“official culture”relating for a long
time，detained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luralism． Today＇s national rejuvenation should be multicultural
dialogue，complementarity，fertility and symbiosis base on open practice subject．
Key Words: Confucianism; the Confucian orthodoxy; view of sage; duality of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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